
科研管理
2025 年 7卷 2期

    96

“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司法演变

——基于 271 件案例的实证分析

李心欣

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511436

摘　要：基于公开裁判文书分析 2012-2024 年的 271 件凶宅买卖合同纠纷案例，发现法院的裁判立场于 2015 年前后发生转

变，且该类型纠纷的案例分布及裁判依据存在地域特征。以司法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阐释上述司法演变现象，认为房屋交

易市场的规范秩序是法院认同凶宅禁忌的价值并形成合理裁判路径的主因，法院通过对自发自生秩序的正当行为规则进行

确认及完善，实现其私法制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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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问题检视

1.1 凶宅禁忌与司法现状

凶宅禁忌是我国基于特殊的风俗民情而产生的文化观

念。房屋如发生过自杀或他杀事件，则成为一般人眼中的“凶

宅，社会大众容易对居住于其间产生忌讳或恐惧心理，该观

念更进一步影响此类房屋在市场交易中的价格。凶宅纠纷案

件的争议焦点源自凶宅禁忌本身的意识形态纠纷，是否应将

其视作值得承认的民俗信仰尚存争议。双方就凶宅禁忌之价

值各执一词。肯认凶宅禁忌之价值者认为，凶宅禁忌作为一

种行之既久且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和行为规范，对于房屋居

住人的居住意愿和房屋市场价格会产生影响；拒斥凶宅禁忌

之价值者认为，凶宅禁忌系属封建迷信，不符合唯物史观和

现代科学。[2] 法院作为国家法律的最终裁判者，其在处理凶

宅纠纷时的裁判立场，不仅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声音，亦是

界定民间风俗信仰与法律规范之关系的准则。

实务中涉及凶宅的法律纠纷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

已成凶宅的房屋，以之作为买卖、租赁等契约的交易客体，

因此所生的契约法问题：其二，原非凶宅，但因他杀或自杀

事故成为凶宅的房屋，作为一种权利或利益被侵害，其因此

所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3] 以凶宅作为交易客体而引发诉

讼纠纷时，社会大众一般肯认出卖人应承担一定法律责任，

但关于因承租人或第三人自杀而导致房屋成为凶宅时是否

产生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社会大众的意见较为两极分化。

因此，为便于探究司法裁量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样本数

量、法院说理详细程度等与研究质量相关的因素考虑，本文

拟以“凶宅买卖合同纠纷”作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来自“北大法律信息网”，通过司法案

例数据库进行检索。筛选条件：检索范围为“全文”，检索

关键词为“凶宅”，检索方式为“精确”，案件类型为“民

事案件”，时间跨度 2012 年 6 月 7 日至 2024 年 4 月 22 日。

初次检索共获得 776 篇裁判文书。通过比照裁判文书案号，

排除部分重复案例，不符实情案例。经过上诉或再审，则以

终审判决书为依据。最终，获得实证分析样本 271 例。

2. 实证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共纳入 271 例案例，发生于 2012-2024 年间，

涉及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

2.1 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时间分布特征

表 1 2012-2024 年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时间分布（公开值）

由表 1 可知，2015 年之前，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公开

案例数量不足 10 例，2015 年之后的公开案例数量整体呈现

上升趋势，在 2020 年达到峰值 168 例，在 2021 年首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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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降，仅有 39 例，此后逐年减少。由于我国裁判文书

网的公开率在十年间存在变动，因而，评估凶宅买卖合同纠

纷的发生趋势，需结合我国裁判文书网有关民事案件的公开

率进一步分析。

通过对十年间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数量估值进行

分析，可以得知，凶宅买卖合同纠纷在 2015 年后稳步上升，

2021 年首次出现下降，但此后 3 年间保持稳定趋势。上述

变化趋势可以初步排除裁判文书网公开率变化的影响。

2.2 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地区分布特征

表 2 知，在分析样本涉及的 27 个地区中，案例数量排

名前三的省份、自治区与直辖市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

福建、浙江依次紧随其后。凶宅买卖合同纠纷主要发生于沿

海地区，内陆地区的案例数量较少。为进一步阐释凶宅买卖

合同纠纷的地区分布及其特征，本文研究选取案例数量最多

因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个省份，发现三省的案例地区分布

情况具有一定相似性，省会城市及经济发达城市发生凶宅买

卖合同纠纷案例数量较多，其余地区的案件数量基本持平。

表 2 2012-2024 年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地区分布

2.3 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裁判结果统计

在统计的 271 例案例中，法院判决支持当事人基于凶宅

之情事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共有 168 例，胜诉率为 61.99%。

结合时间及地域因素，对裁判结果展开进一步分析。由于败

诉案例的裁判文书内容更能体现法院的裁判立场与审理思

路，下文将以“败诉率”作为统计分析对象。

由表 3 可知，全国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败诉率为 38%，

北京、广州、福建和国内其他地区（案例数量前六之外的地

区）的败诉率皆低于该平均数值，其中，福建的败诉率为全

国最低，上海、江苏和浙江的败诉率皆高于全国平均数值。

表 3 2012-2024 年全国及各地区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败诉率

由表 4 可知，2012-2023 年间，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败

诉率起伏较大，2012-2015 年间逐年下降，2016-2018 年间

在上升后保持基本稳定，2019 与 2020 年则到达最低峰值，

但 2021 年后又显著回升。

表 4 2012-2024 年凶宅买卖合同纠纷败诉率的时间分布

上述数据有待结合败诉案例的裁判依据进一步分析。

2.4 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裁判依据

由表 5 可知，2012-2014 年间，法院判决凶宅买卖合

同纠纷败诉的案例共有 11 例。其中，法院在裁判依据中明

确表明不认同凶宅禁忌的，共有 5 例，占败诉案例总数的

45.45%；以“房屋出售人关于涉案房屋发生过正常死亡的事

实无告知义务”“原告关于涉案房屋发生过非正常死亡或房

屋出售人故意隐瞒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等事实举证不能”“除

斥期间已过”等与凶宅禁忌价值之观念认同与否无涉的原

因，作为凶宅买卖合同纠纷败诉之裁判依据的案例共有 6 例，

占败诉案例总数的 54.36%。

败诉裁判依据 案例数量（件） 占比（%）

不认同凶宅禁忌 5 45.45

自然死亡、举证不能 4 36.36

除斥期间已过 1 9

其他 1 9

表 5 2012-2014 年凶宅买卖合同纠纷败诉案例的裁判依据构成

由表 6 可知，2015 年之后，法院判决凶宅买卖合同纠

纷败诉的案例共有 92 例。其中，法院在裁判依据中明确表

明不认同凶宅禁忌的，共有 3 例，占败诉案例总数的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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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屋出售人关于涉案房屋发生过正常死亡的事实无告知

义务” “非正常死亡非发生于涉案房屋内”“房屋出售人

已履行告知义务”“除斥期间已过”等与凶宅禁忌之价值观

念认同与否无涉的原因，作为凶宅买卖合同纠纷败诉之裁判

依据的案例共有 89 例。此外，法院在裁判文书中认为凶宅

系房屋买卖中有关交易的重大事项，房屋出售人因而具有告

知义务的案例数量显著增多。
败诉裁判依据 案例数量（件） 占比（%）

不认同凶宅禁忌 3 3.26

自然死亡、死亡时间久远或死亡非
发生于屋内、举证不能

76 82.6

非自然死亡但无告知义务 3 3.26

已履行告知义务 4 4.35

除斥期间已过 1 1.09

回避 2 2.17

其他 3 3.26

表 6 2015-2024 年凶宅买卖合同纠纷败诉案例的裁判依据构成

2.5 典型裁判路径

排除法院明确表示不认同凶宅禁忌的 8 件案例后，通

过对余下的 261 件案例进行研究，可以梳理出法院在处理此

类纠纷时的典型裁判路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凶宅买

卖合同纠纷的争议焦点置于三个方面：其一，案涉房屋是否

构成凶宅；其二，房屋出卖人是否具有告知义务；其三，房

屋出卖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案涉房屋是否构成凶宅与房

屋出卖人是否具有告知义务的问题息息相关。在法院接受凶

宅禁忌会影响居住人心理感受及房屋价格的观念前提下，民

间凶宅禁忌进入民事买卖合同的规范渠道为出卖人的重大

事项告知义务，即房屋出卖人负有向房屋买受人提供会影响

房屋价值或缔约决策的重要关联信息的义务。法院通过案涉

房屋中死亡事件的死亡形式、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等因素进

行分析，并结合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具体约定，判断房屋出卖

人是否具有告知案涉房屋系凶宅的义务。如有此义务而未履

行，则房屋出卖人违背交易中的诚信原则，使房屋买受人作

出违反真实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或重大误解，案涉房屋买

卖合同可得撤销。

3. 司法演变现象之阐释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凶宅买卖合同纠纷在近

10 年的司法过程中有如下演变历程：其一，在 2015 年前后，

法院关于凶宅禁忌的认同程度发生明显转变，绝大多数法院

认为凶宅禁忌会影响房屋居住人的心理感受及房屋市场价

格；其二，凶宅买卖合同纠纷在不同地区的案例数量及各地

区间的胜诉率差异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凶宅买卖合同纠纷

多发生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该地区的法院也更倾向于判

定房屋出卖人具有告知凶宅相关信息的义务。本章将在简要

说明研究视角后，结合法院的规范确认与纠纷解决功能，对

上述现象进行评析。

3.1 研究视角——司法功能主义

本文采用的研究视角为司法功能主义。法院在司法过

程中的主要目标或实现效果有二：其一，解决实务中的诉讼

纠纷；其二，确认意识形态方面的规范秩序。在探究法院的

规范确认功能时，首先需要明确法院在凶宅买卖合同纠纷中

确认的规范秩序性质为何。哈耶克将社会秩序区分为自发自

生秩序和组织建构秩序，前者有别于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

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具

有复杂性、抽象性的特征，该种秩序本身不具有目的。[3] 虽

然房屋买卖系市场交易行为，所涉及的社会规范符合自发自

生秩序的特性，但凶宅禁忌作为一种民俗信仰，与国家意识

形态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从该角度而言，凶宅买卖合同纠纷

处于自发自生秩序和组织建构秩序之间的模糊地带。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秩序性质的界定应被认为是一个程度问题。

凶宅买卖合同纠纷发生于市场交易过程之中，当事人往往倾

向于以协商降价、结束交易等商业方式解决，在诉讼过程中

亦主要聚焦于平等民事主体自由签订的合同效力。此外，我

国宪法保障个人的信仰自由，凶宅禁忌作为一种民间风俗传

统，国家意识形态对此不应直接作出强制性规定，法院在司

法过程中只能通过法律解释进行利益权衡及风险分配，使国

家意志间接辐射于平等的民事关系。有鉴于此，凶宅买卖合

同纠纷所涉及的社会规范秩序，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自发自生

秩序。

3.2 现象分析及阐释

本文认为，法院关于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裁判立场转

变以及此类案件的地域分布特征，与相关市场的交易规范秩

序有关。

自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去库存纳入政府

工作重点后，全国各地 100 多个城市出台了购房补贴、税收

优惠、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使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持

续增长。此一时期房屋交易市场的繁荣状况，令法院所受理

的凶宅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同步增多。而在另一方面，通

常而言，我国法院的审判实践应与国家政策导向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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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案件频发和国家中央鲜明的

政策立场，共同促使法院重新审视房屋交易市场的规范秩

序，以更合理高效的方式解决此类纠纷。

以房屋市场交易的经济逻辑检视之，法院关于凶宅禁

忌达成价值共识，并基于此形成典型裁判路径确乎最为合

宜。明确凶宅之情事为影响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及履行的重大

交易事项，使出卖人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可减轻凶宅禁忌

对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对于房屋

出卖人而言，其并不会因承担此告知义务，而获额外经济损

失或增加交易成本。此外，裁判规范明确统一，也有助于降

低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审理成本，化解凶宅买卖合同纠

纷中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困境。

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处理凶宅买卖的法律及商事

实践经验亦表明，肯认凶宅禁忌有利于房屋交易市场发展。

我国台湾地区内政部地政司对凶宅之情事的登记要求作出

明确规定，即：“不动产说明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规定，

建筑专有部分于卖方持有期间是否曾发生凶杀、自杀、一氧

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的情形，都必须记载。”，加诸

审判实务基于个案纷争所形成的丰富见解，使凶宅信息披露

义务成为房屋出卖人的法定义务。我国香港地区在法律层面

上虽然没有对凶宅作出准确定义，但明确了地产经纪人具有

将凶宅之情事通知房屋买受人的法定义务，因此，将向社会

公众披露凶宅资讯已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惯例，房屋买受人

可从地产资讯网等渠道便捷获取相关资讯。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我国大陆地区的房屋买卖中介合同中开始出现“凶

宅保障服务”的格式条款，这是房地产中介商主动采取的风

险规避措施，符合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经济逻辑。

4. 余论

司法要实现其私法制度功能，应尊重自发自生秩序的

价值共识。我国法院审理凶宅买卖合同纠纷的实践演变，既

明确了合理的房屋交易市场规范秩序，亦形成了有效解决此

类纠纷的裁判路径。这不仅验证了司法秩序作为一种自我生

成秩序，具有独立的理性演变系统，亦为界定民俗信仰与法

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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